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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质量视角下的外卖骑手就业脆弱性研究

崔 岩

( 中国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摘要］ 本文基于中国社科院具有全国代表性的调查数据，对外卖平台配送员也就是

外卖骑手的就业质量进行研究。看似有更多工作自主权、更具有灵活性的外卖骑手职业，是

否能给劳动者提供更好的就业质量? 本文从就业质量中的“就业脆弱性”维度，基于反事实

分析框架，建立倾向值得分匹配模型，对外卖骑手和传统职业进行比较分析，发现从事骑手职

业可能会增加劳动者的“就业脆弱性”。同时，本文对如何破解外卖骑手的“就业脆弱性”困

境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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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当外卖骑手成为职业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依托于网络数字平台的新就业形态大量涌现。其中，外卖平台配

送员也就是外卖骑手这一职业，与人们的日常生活需求紧密相关，吸纳了大量的劳动力就业。外卖骑手职业

属于典型的以体力劳动为主的低端服务业，其具有的就业容量大、就业门槛低等特征，使其成为吸纳就业的

重要渠道。据美团研究院《2019 年外卖骑手就业扶贫报告》显示，至 2019 年年底，累计有约 720 万网约配送

员通过美团平台实现就业增收，其中 2019 年在美团平台就业的网约配送员共有 398． 7 万人①。2020 年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多部门联合向社会发布的新职业中，正式将网约配送员纳入国家职业分类目录，并预计

未来 5 年网约配送员的需求量约为 3000 万②。

与传统蓝领职业相比较，以灵活就业形式出现的外卖骑手职业，在劳动关系、劳动时间、劳动报酬等多个

方面，均不同于传统的就业形式。近年来，与外卖骑手有关的各种新闻舆情不断发酵，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

关注。数字经济和外卖平台的发展，一方面的确为普通劳动者提供了更灵活自由的就业形式以及更多样的

收入来源; 但同时，在外卖经济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局部也出现了一些无序发展的情况，依托平台建立的新型

劳动关系和用工管理制度对现有的法律框架提出了一定的挑战; 对外卖骑手劳动过程中的风险监管和劳动

权益保障，也严重滞后于平台经济的创新速度。更为重要的是，从普通劳动者层面考虑，外卖平台的发展不

能等同于外卖骑手的发展。外卖骑手作为职业，在就业质量上与传统职业相比是高是低? 选择外卖骑手职

业对劳动者个体是否是更优的就业选择? 外卖骑手个体的职业可持续发展路径是什么? 本研究旨在聚焦外

卖骑手就业质量中的“就业脆弱性”维度，与传统职业进行比较和分析，尝试对上述问题予以回应。

二、外卖骑手相关研究综述

近年来与外卖骑手有关的研究不断增加，骑手职业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针对快递、外卖行业从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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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规模迅速扩大的现象，有研究表示，这一群体以青壮年劳动力为主，他们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从传统产业

中转移过来的; 与外卖行业劳动力迅猛扩张相对应，民营企业特别是制造业企业用工却受到了较大的冲

击①，以至于有研究者提出“宁送外卖不去工厂，年轻人‘抛弃’的究竟是什么”的疑问②。有研究指出，快递

外卖行业之所以吸引力如此之强，从普通劳动者角度看，至少在表面上，快递外卖行业工作时间更加自由，劳

动者对劳动强度、工作安排有更多的掌控权，管理层级更为扁平，劳动报酬也更为丰厚③。所以对于青年群

体，相比枯燥重复的工厂工作，城市中迅速发展的生活服务业新兴岗位正在成为他们更为青睐的就业方向;

比起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学习掌握一门技术，外卖骑手职业门槛虽不高，收入却不低④。国家统计局发布

的《农民工监测报告》也从侧面印证了这一现象: 从 2008 年至 2019 年，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占农民工总量的

平均年增长率为 － 2． 74%⑤，80 后、90 后的农民工群体在就业选择上从制造业转向新型服务业的倾向较为

显著。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从就业者个体层面来看，从“工人”到“骑手”的职业转变，其实质上是从传统低端

制造业转入到同样低端的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岗位。对于外卖骑手的就业质量，学界从诸多层面展开了讨论。

( 一) 与外卖骑手就业质量有关的研究

对“就业质量”这一概念，国内外已有较多的研究⑥。在现有关于外卖骑手就业质量的研究中，主要以薪

酬制度⑦、社会保障⑧、劳动安全⑨、劳动关系瑏瑠等具体问题为切入点对骑手职业进行了分析。其中，对劳动权

益和社会保障的讨论较多。有研究指出，平台垄断了配送业务，雇佣骑手为其创造价值，但是却忽视骑手的

劳动安全和社会保障，甚至对外包、众包骑手采用劳动关系上的“隔离手段”，严重影响了骑手的劳动权益和

社会保障瑏瑡。同时，从收入上看，外卖骑手的劳动报酬虽然表面上高于最低工资水平，但是高报酬实际上是

由高工时堆砌所成，其平均小时工资往往勉强维持在非全日制工的最低小时工资线上，存在击穿最低工资水

平之忧瑏瑢。

骑手与外卖平台之间的新型劳动关系和互动模式的社会学意义也是学者们关注骑手就业质量的一个重

要研究视角瑏瑣。例如，有研究者在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变革的背景下，通过个体化理论视角，探讨了外卖骑

手的个体化特征及其对个体融入城市产生的影响，并提出选择外卖骑手是被动个体化的体现，个体嵌入的新

社会结构带来的不确定性和高度的权力控制，使个体表现出无奈的状态和行动上的被动处境瑏瑤。更有学者

提出，外卖平台不同于传统的工厂劳动管理模式，建构了新型劳动时间控制模式，虽然在形式上为劳动者提

供了灵活的工作时间和宽松的工作场域，但却在技术手段下，对骑手的劳动过程实施了严密而细致的记录和

监控，形成平台和消费者等多元的控制主体，使得骑手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被平台束缚，平台则以自由之名

获得并掩饰了利润瑏瑥。也有学者从组织技术和科学技术视角对外卖骑手的劳动过程进行研究，并指出，平台

公司看似放弃了对骑手的直接控制，平台系统却依靠“数字控制”模式使劳动秩序成为可能，削弱着骑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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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意愿，降低了发挥自主性的空间，表明资本控制手段正从实体转向虚拟①。

如前所述，已有研究从就业质量的各个方面对外卖骑手职业进行了讨论，但是却鲜见从骑手个体职业选

择与就业脆弱性关系视角进行研究的文章。笔者认为，在讨论骑手就业质量时，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是: 从

个体职业选择的角度，劳动者进入外卖骑手职业对其是否是更优的就业选择? 从事骑手职业能够有效降低

个体的就业脆弱性?

( 二) 国内外有关脆弱就业的研究

“就业脆弱性”是就业质量评价的重要维度，已有国内外众多研究对“就业脆弱性”这一概念进行了讨

论②。有学者指出，“脆弱就业”这一概念的提出，最早出现于 1970 年代的欧洲，指就业与传统形式的就业相

比，在工作形式、雇佣关系、契约保障等方面，有着诸多不同③。Kalleberg 在研究中指出，脆弱工作已经成为

一种常态化的就业状态，就业在形式上、内容上、保障上，呈现出了不确定、不稳定的状态④。在社会学家贝

克提出的风险社会和无保障新政治经济概念的背景下，就业脆弱性的增强正是不确定、无保障的风险社会的

主要特征⑤。所以，“就业脆弱性”的概念内涵主要体现的是就业是否处于稳定状态，以及通过就业是否能够

提升个体抵御风险的能力。

对于脆弱就业的具体维度和内涵界定，Kalleberg 认为，就业脆弱性可以从就业质量、工作保障、工作收

入、养老或健康保险、工作中是否遭到武断对待等维度进行测量⑥。马克道维等提出，脆弱工作包括与工作

相关的不安全感、法定权利和劳动权益的缺失、较低的工资水平、较高的职业健康风险⑦。戈尔德林等则提

出八个测量工作脆弱性的指标，即无工会组织、无书面合同 /口头合同 /短期合同、临时工 /家务工 /季节工、工

作时间不确定、计件工作、没有福利保障、使用现金支付工资、工作地点的不确定⑧。科尔伯格将脆弱工作核

心维度列为以下五个方面: 经济报酬、工作保障与升迁、工作自主性、对工作时间的控制、工作满意度⑨。有

国内学者则结合中国劳动就业的具体特点，从工作获得方式、劳动关系契约、工作任期、工作连续性、工作社

会保障、工作满意感等六个方面对脆弱就业进行考察瑏瑠。当然，学界对就业脆弱性并没有统一的测量标准，

例如也有研究根据是否有养老保障、是否为全职工作、是否有固定雇主三种主要情形构建脆弱就业发生指

标，如出现无养老保障、非全职工作、无固定雇主中情况的任意一种，即操作化为脆弱就业瑏瑡。

本文为回答看似更自主、更灵活的外卖骑手职业是否具有更好的就业质量这一问题，从“就业脆弱性”

视角，以外卖骑手为研究对象，对这一群体的就业质量进行讨论。

三、研究数据基本变量分析

( 一) 研究数据来源和基本变量情况

为了对骑手职业和传统职业的“就业脆弱性”进行比较，并讨论选择骑手职业对个体“就业脆弱性”的影

响，本研究使用中国社科院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和院重大国情调研课题“新职业青年就业、生活与权益保

障研究”的调查数据。上述调查采用多阶段 PPS 概率抽样和整群抽样的抽样方案，共访问了 16479 名城乡

居民，具体调查抽样设计、调查问卷和加权方案等技术文件，见中国社科院“中国社会质量基础数据库”。

在这里，我们从调查数据中选择出非农就业中的受雇群体，主要包括国家机关 /国有单位干部职工、专业

技术人员、一般办事人员、商业人员、服务业人员、制造业工人、不便分类的临时工 /小时工等传统职业和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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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骑手为代表的新职业。从基本变量情况可以看出，外卖骑手从业者与传统职业在各个维度有较大的不同。

具体来看，从事外卖骑手职业的 90%是男性，平均年龄为 30． 21，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11． 03 年，70． 31% 为农

业户籍。同时，从与就业有关的变量来看，外卖骑手和其他职业有着一定的差异，例如，在是否享有社会保障

情况上，有 25%的外卖骑手没有任何社会保障; 对之相比，在商业人员中有 14． 29%没有任何社会保障，在服

务业人员中有 13． 08%没有任何社会保障，在制造业工人中有 11． 31%没有任何社会保障。就未来 6 个月是

否可能失业，有 49． 52%的外卖骑手表示有可能，在制造业工人中这一比例为 32． 21%，在服务业人员中这一

比例为 29． 78%，在商业人员中这一比例为 26． 02% ( 见表 1) 。

表 1 样本基本情况描述

男性比例 年龄
受教育

年限
农业户籍

比例
没有签订任何

合同比例
未来 6 个月

可能失业比例
工作无需
技能比例

无任何社会
保障比例

国家机关 /国有
单位干部职工

52． 17 40． 24 13． 59 28． 90 8． 33 7． 19 10． 00 0． 71

专业技术人员 51． 89 35． 33 14． 61 24． 21 10． 29 11． 32 2． 58 5． 32
一般办事人员 55． 59 38． 12 13． 11 32． 15 20． 96 13． 05 26． 39 4． 71

商业人员 48． 54 37． 63 10． 49 66． 38 49． 62 26． 02 50． 57 14． 29
服务业人员 61． 07 40． 59 9． 49 68． 00 53． 51 29． 78 47． 10 13． 08
制造业工人 76． 72 40． 45 8． 93 80． 64 60． 45 32． 21 41． 29 11． 31

临时工 /小时工 61． 11 43． 73 9． 85 60． 94 87． 80 32． 20 68． 75 17． 19
骑手 90． 83 30． 21 11． 03 70． 31 5． 66 49． 52 32． 54 25． 60

( 二) 聚焦外卖骑手的就业选择和职业转换基本情况

如前所述，外卖骑手是新职业中吸纳就业较多的一个职业，许多骑手在从事该职业之前，通常在传统职

业从业。本次调查对外卖骑手从事的前一份职业情况进行了了解。数据表明，对外卖骑手这一群体来说，其

从事的上一份非外卖骑手的职业主要集中在低技能、低门槛的制造业和商业服务业。具体来看，有 31． 18%

的外卖骑手上一份工作是普通工人，这一比例显示外卖骑手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从国内制造业工人转行来的。

除了普通工人，有 18． 75%的骑手的上一份工作是临时工、非正规就业或者没有单位的自由职业; 17． 42% 的

外卖骑手的上一份工作是商业服务业; 10． 78%是个体经营。

( 三) 进一步对就业脆弱性的界定和测量

如前所述，学界对就业脆弱性一般界定为就业是否具有稳定性，以及是否能够为劳动者提供未来抵御风

险的能力。结合以往研究，本文以是否签订正式劳动合同、雇主是否提供各类社会保险、从事的工作是否有

职称或者技术等级、从事的工作是否需要一定的技能、未来半年内失业的可能性、劳动收入几个维度，对就业

脆弱性进行具体测量，并借鉴以往学者研究①，通过对上述变量进行主成分分析，提取出就业脆弱性指标，指

标越高表明就业脆弱性越低②。

从不同职业的就业脆弱性指标直接比较情况来看，其中，国家机关 /国有单位职工的就业脆弱性最低，得

分为 1． 623，其次是专业技术人员，得分为 1． 427; 商业人员的就业脆弱性较高，得分为 － 0． 149，制造业工人

和服务业人员的就业脆弱性分别是 － 0． 173 和 － 0． 271; 骑手职业与制造业、商业和服务业相关职业相比，有

更高的脆弱性，得分为 － 0． 406; 其他不便分类的临时工 /小时工群体的就业最为脆弱，得分为 － 1． 117。

四、基于反事实研究方法对骑手职业就业脆弱性的分析

在对不同职业的就业脆弱性进行直接比较基础之上，本文希望能够回答选择骑手职业对个体就业脆弱

性影响的问题。劳动者在选择职业时，理性的选择应当是规避脆弱就业，尽可能寻求更稳定、更有保障的就

业。所以笔者假设在个体具有同等概率选择骑手职业时，选择从事骑手职业应当会降低其就业脆弱性。

( 一) 基于倾向值得分匹配对骑手职业就业脆弱性的分析

对于从事骑手职业与其他职业之间就业脆弱性的比较，如果仅仅采用直接比较的方法，只能反映骑手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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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刘爱玉、刘继伟:《市场化过程中就业脆弱性之演变( 2000—2010) 》，《河北学刊》2020 年第 1 期; 刘爱玉:《脆弱就业女性化与收入性

别差距》，《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年第 3 期。
就业脆弱性的主成分分析，从上述六个维度提取出一个主成分，共解释了 40． 21% 的方差变化，通过主成分分析相关检验，因篇幅所限，

在正文不具体展开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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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与其他职业之间就业脆弱性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的只能是不同职业与就业脆弱性的相关关系，但是

并不能回答从事外卖骑手职业是否能降低就业脆弱性这一基于因果关系的问题。所以这里基于反事实分析

框架，建立倾向值得分匹配模型，对从事骑手职业和就业脆弱性之间的因果联系进行检验。也就是说，通过

对样本的选择性进行控制，对相关指标进行考量和比较，进一步检验逻辑上的因果联系。

如前所述，本文假设从事骑手职业可以降低个体的就业脆弱性。为了对上述假设进行检验，本文首先估

计受访者从事外卖骑手职业的概率值，通过控制多个影响变量得到倾向得分值( propensity scores) ，实现多元

回归匹配模型，降低样本选择偏误，即:

p( X) = Pr ［D = 1 | X］，其中，D 表示是否从事骑手职业，采用 Logit 模型进行估计。

对于个体 i ，在取得从事外卖骑手职业的概率值，则可以估计其对就业脆弱性的平均处理效果(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on the treated，即 ATT) :

ATT = E［Y1i － Y0i | Di = 1］

= E{ E Y1i － Y0i | Di =[ ]1 ，p X( )
i }

= { E Y1i | Di = 1，p X( )[ ]
i

－ E Y0i | Di = 0，p X( )[ ]
i

Di = 1} ，

其中 Y1i 、Y0i 表示从事骑手职业和其他职业的就业脆弱性。

通过对倾向值得分的匹配，在估计影响效果之前，找到与处理组尽可能相似的控制组，因此，在得到倾向

值得分之后，则可以在同等可能从事外卖骑手职业的概率值条件下，计算平均处理效果。也就是说，我们采取

倾向值得分匹配法，对从事骑手职业的群体( 处理组) 和非骑手职业的群体( 控制组) 相匹配，估计平均处理效果

在统计上的显著性。本文采用常用的匹配方法，例如最近邻匹配法( Nearest Neighbor Matching) 、半径匹配法

( Ｒadius Matching) 、核匹配法( Kernel Matching) 、马氏匹配( Mahalanobis Matching) 等，对处理组和控制组之间的

差异进行检验; 同时，本文采用自抽样方法( Bootstrap) 进行标准误统计推断，以检验结果的统计稳健性。

在本研究中，首先以性别、年龄、本人受教育年限、父母受教育年限、婚姻家庭情况、家庭年平均消费、户

籍性质、户籍所在城市经济规模对骑手职业群体和非骑手职业群体进行匹配，在匹配后的处理组和控制组分

布较为接近，在大部分变量上均不存在统计上的显著差异，说明匹配过程有效降低了样本选择偏误，图 1 显

示了倾向值匹配前、匹配后核密度图。

图 1 倾向值匹配前、匹配后核密度图

表 2 展现了不同倾向值匹配方法匹配后平均处理效应的检验。从倾向值匹配情况可以看出，不论是最

近邻匹配、半径匹配、核匹配、马氏匹配，基本结果较为接近，说明倾向值匹配具有较高的稳健性。从具体数

据来看，以最近邻匹配为例，处理组得分为 － 0． 167，控制组得分为 0． 018，平均处理效应为 － 0． 185，并且具

有统计上的显著性。说明从事外卖骑手职业会增加个体的就业脆弱性，降低个体的职业稳定性以及抵御风

险的能力。也就是说，从职业的横向比较来看，外卖骑手职业的就业脆弱性在各类职业中处于较高水平; 从

个体的职业选择来看，对于低学历、低技能的劳动群体，选择从事外卖骑手职业比其可能进入的其他低端职

业相比，会导致其就业质量更低，就业稳定性更差，骑手职业在一定程度增加了个体层面的就业脆弱性。

( 二) 针对非农就业群体的就业脆弱性回归模型

为了进一步比较不同非农就业群体的就业脆弱性，以及影响就业脆弱性的重要变量，在这里笔者通过建

立一般线性回归模型和基于不同匹配方法的回归模型，并进行进一步的统计分析( 见表 3) 。首先，本文对非

农就业样本以就业脆弱性作为因变量建立一般线性回归模型。从模型可以看出，受教育年限对就业脆弱性

有显著的统计上的影响效应，即受教育年限的增加可以显著降低就业脆弱性( β = 0． 031) ，非农业户籍群体

有较低的就业脆弱性( β = 0． 304) 。从不同职业来看，在以外卖骑手为参照组的回归模型中，国家机关、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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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企事业单位干部( β = 1． 961) 、专业技术人员( β = 1． 615) 、一般办事人员( β = 1． 064) 与骑手相比均具有

较低的就业脆弱性; 与之相对应，制造业工人( β = 0． 491) 、商业从业人员( β = 0． 296) 、服务业从业人员( β

= 0． 182) 在就业脆弱性上均比外卖骑手职业有更低的就业脆弱性，尽管差异不是很大，并且在统计上仅仅

在0． 05的水平上显著。

表 2 不同倾向值匹配方法匹配后平均处理效应检验

匹配方法 处理组 控制组 ATT 标准误

最近邻匹配 － 0． 167 0． 018 － 0． 185＊＊＊ 0． 025
半径匹配( Caliper = 0． 001) － 0． 166 0． 022 － 0． 188＊＊＊ 0． 024
半径匹配( Caliper = 0． 05) － 0． 167 0． 015 － 0． 182＊＊＊ 0． 023

核匹配 － 0． 167 0． 019 － 0． 186＊＊＊ 0． 023
马氏匹配 － 0． 167 0． 045 － 0． 213＊＊＊ 0． 033

注: ＊＊＊在 0． 001 水平具有统计显著性; ＊＊在 0． 01 水平具有统计显著性; * 在 0． 05 水平具有统计显著性; 通过 Bootstrap

自抽样方法 500 次取得。

在最近邻匹配回归和马氏匹配回归模型中，对匹配样本进行了模型分析。除了受教育年限、户籍、父母

最高受教育年限等变量对就业脆弱性有显著的统计效应，就职业类型变量来看，骑手职业在就业脆弱水平上

仅好于不便分类的小时工、临时工，比其他职业均有更高的脆弱水平。值得注意的是，在最近邻样本匹配回

归和马氏样本匹配回归中，外卖骑手的就业脆弱性与制造业工人、商业从业人员、服务业从业人员均有统计

上 0． 01 显著性水平以上的差异。

表 3 非农就业脆弱性一般回归模型和基于不同匹配方法的回归模型( 样本量: 11175)

一般线性回归 最近邻匹配回归 马氏匹配回归

回归系数 标准误差 回归系数 标准误差 回归系数 标准误差

年龄 － 0． 008＊＊＊ 0． 001 － 0． 004* 0． 001 0． 005 0． 003
政治身份( 群众: 1) － 0． 033 0． 027 － 0． 012 0． 026 0． 053 0． 042

性别( 男性: 1) 0． 030 0． 021 － 0． 129* 0． 018 0． 061* 0． 033
受教育年限 0． 031＊＊＊ 0． 003 0． 044* 0． 012 0． 063＊＊＊ 0． 004

婚姻状况( 已婚: 1) 0． 092＊＊＊ 0． 017 0． 140＊＊＊ 0． 016 0． 101＊＊＊ 0． 025
户籍( 非农: 1) 0． 304＊＊＊ 0． 017 0． 247＊＊ 0． 026 0． 190* 0． 029

父母最高受教育年限 0． 059＊＊＊ 0． 003 0． 026＊＊＊ 0． 005 0． 013＊＊＊ 0． 004
职业( 参照组: 外卖骑手)

国家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干部 1． 961＊＊＊ 0． 070 1． 149＊＊＊ 0． 117 1． 025＊＊＊ 0． 125
专业技术人员 1． 615＊＊＊ 0． 044 1． 129＊＊＊ 0． 071 0． 933＊＊＊ 0． 076
一般办事人员 1． 064＊＊＊ 0． 048 0． 649＊＊＊ 0． 081 0． 563＊＊＊ 0． 073

制造业工人 0． 491* 0． 041 0． 111＊＊＊ 0． 046 0． 048＊＊ 0． 047
商业从业人员 0． 296* 0． 031 0． 055＊＊ 0． 023 0． 163＊＊ 0． 078

服务业从业人员 0． 182* 0． 044 0． 187＊＊＊ 0． 061 0． 320＊＊＊ 0． 057
其他职业( 例如: 不便分类的临时工 /小时工等) － 0． 641＊＊＊ 0． 274 － 0． 683＊＊＊ 0． 088 － 0． 685＊＊＊ 0． 090

常数项 0． 077＊＊＊ 0． 013 － 0． 499＊＊＊ 0． 040 － 0． 805＊＊＊ 0． 066
Ｒ2 0． 146 ——— 0． 1719 ——— 0． 1419 ———

注:①＊＊＊在 0． 001 水平具有统计显著性; ＊＊在 0． 01 水平具有统计显著性; * 在 0． 05 水平具有统计显著性;

②回归模型中的其它控制变量，例如户籍所在地区( 按东 /中 /西部地区划分) 、是否有居住所在地户籍、是否使用互联网等

变量，因篇幅问题，没有在正文中展示。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如前所述，外卖骑手具有更高的“就业脆弱性”。要破解外卖骑手“就业脆弱性”困境，要从骑手层面、平

台层面、制度层面多维度入手。总的来看，外卖骑手的就业脆弱性源自三个方面: 首先，外卖骑手的就业脆弱

性从根源上可以归于个体劳动技能的缺乏。大部分外卖骑手在从事骑手职业之前，通常从事的是低端制造

业或者低端服务业，个体劳动技能的缺失导致其就业选择十分有限，就业的转换也仅仅是在以简单体力劳动

为主的高脆弱性职业之间转换，无法进入高附加值的职业。高强度的工作节奏和简单重复的低技能工作内

容导致外卖骑手陷入职业发展困境: 一方面外卖骑手在工作中无法通过技能的提升实现劳动回报的增值，骑

手职业本身也缺乏职业发展的上升空间; 这导致骑手只能通过增加工作时长提高个人劳动收入。另一方面，

外卖骑手职业的低门槛和可替代性导致外卖骑手缺乏对自身职业的认同感，仅把送外卖当作短期工作，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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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在外卖行业考虑拓展自己的职业发展空间，规划未来职业发展目标，对与骑手工作相关的职业技能培训表

现出较低兴趣。与此同时，外卖骑手职业的特点导致个体与工作有关的社会资本无法得到有效拓展，社交圈

日益狭窄，无法拓展骑手以外的业缘关系。这种社会资本的同质单一化倾向，进一步限制了有利于职业发展

的就业转换。因此，应当从外卖骑手的实际情况出发，鼓励外卖行业从业者提高知识技能，拓展其能力圈和

社会交往圈，在就业择业上“依托平台”但不“依靠平台”，尽可能提升个体劳动的含金量和附加值。

其次，外卖骑手的就业困境源自“外卖平台”缺乏与骑手建立长期劳动关系的取向。平台为了规避责

任、降低成本，从法律制度等多个层面淡化其与骑手之间的劳动关系。部分平台企业对骑手的雇佣采用劳务

外包形式，由第三方公司与外卖骑手签订合同。更有平台企业倾向于采用众包模式，与非特定的个体建立模

糊的法律关系，平台仅仅将其自身界定为中介信息的提供者，撮合外卖骑手与客户之间的劳务关系，骑手与

平台之间只有合作关系没有劳动关系，这一做法不利于保护外卖骑手正当的劳动权益，直接导致外卖骑手在

社会保障上的缺失。外卖平台的快速发展虽然源于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创新，但是同时也得益于劳动力大规

模转移。因此平台企业应当主动承担更多社会责任，以更完善、更人性化的职业发展设计回馈外卖骑手，构

建更科学、更多元的职业培训体系，帮助广大外卖骑手有更多元的成长路径，以期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

第三，外卖骑手的就业困境与各种国家层面、行业层面的法律和制度性因素有着紧密联系。以户籍制度

为例，大部分外卖骑手没有所在地户籍，其就业选择极大地受到制度环境的限制，制度性社会排斥导致骑手

无法进入城镇正规就业系统。换言之，骑手职业的困境既是传统城乡二元对立的延续，也是本地与外地户籍

差异化对待的结果。虽然户籍制度在不断优化完善，但是户籍制度造成的制度障碍，使外卖骑手无法在所就

业城市得到均等的就业机会。在缺乏就业选择空间时只能被动接受平台企业的用工模式。再比如，现有社

会保障政策中对“劳动关系”的界定，已经严重滞后于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亟需从国家层面、行业层面推进

与新经济相适应的保险福利制度，构建符合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型灵活用工制度和劳动者权益的社会保障

制度创新，建立好个体在传统职业与新职业之间就业转换中的社会保障衔接。

不可否认的是，虽然外卖平台企业不能为骑手提供高质量就业，但是骑手职业是有效促进就业的重要途

径。外卖骑手作为“互联网 +”新职业的典型代表，能够为更多的体力劳动者提供灵活的就业机会和较为合

理的劳动报酬。当然，我们不能无视外卖骑手在就业质量上不尽如人意之处。要提高这一群体的就业质量，

重要路径之一是对这一群体赋能，提高其在就业市场的竞争力，为其择业提供更多的选择可能性。平台方有

效地连接了庞大的从业群体，有助于信息集中和统一管理。应当充分利用平台的信息、资源优势，架设连接

劳动者、企业、工会组织、社会团体的渠道，为骑手群体提供更丰富的技能培训。

必须正视的问题是，对于每个外卖骑手的未来，应当剥离其“外卖骑手”这一身份考虑对其进行“职业赋

能”。对于这部分群体，“外卖骑手”可能仅仅是其“过渡性”的就业安排。外卖平台一方面应当在技术创新、

算法创新的同时，为从业人员提供更为人性化的就业环境和权益保障; 同时，平台企业应当主动承担更多的

社会责任，为从业人员在劳动技能、职业发展上提供赋能机制，加强从业人员主动择业的能力建设。

综上所述，新科技带动的数字经济迅猛发展，使得新经济模式和新业态不断涌现，与之相比较，各项社会

制度如社会保障和劳动权益保障，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因此，要及时补齐制度短板，探索新职业劳动者权

益保障切实可行的路径。创新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使其适应数字经济发展需要，增强制度灵活性和兼容性。

在鼓励新经济发展的同时，坚持以人为本，要求企业充分担负社会责任。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适应新技术新业态新

模式的迅猛发展，采取多种手段，维护好快递员、网约工、货车司机等就业群体的合法权益”①。这一合法权

益的内涵，不仅是为新蓝领职业就业群体提供与传统就业形势相近的劳动权益保障，更应当强调平台企业的

主动作为，促进新蓝领就业群体的就业能力，从赋能层面实现从业人员的高质量就业。只有这样，才能更好

促进科技创新落地，鼓励劳动者进入新职业，实现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确保国民经济行稳致远。

( 责任编辑: 陆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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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习近平:《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20 年 11 月 24 日。


